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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李福柱，王祥云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在构建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指数的基础上，运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法和系统 ＧＭＭ 模型分析了２００３－

２０１６年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

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正“Ｕ”型变化趋势；东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

与中、西部地区间差距呈缩小趋势。二是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呈现高值化态势，始终保持“南高、北低”

的空间格局；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由分散布局逐渐形成包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区的“三足鼎

立”特征。三是人力资本集聚、对外开放、制度质量和消费升级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提升，技

术创新水平存在的正向促进效应在统计上不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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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制造
业粗放式发展所引致的低端产能过剩、结构失
衡、资源环境问题与质优高效的发展目标之间
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面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
济体的双重挤压，我国制造业亟需通过新旧动
能转换加快转型升级进程。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
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指出，要
立足“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
端，将培育壮大制造业新动能作为促进经济高
质量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

动能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做机械运
动所具有的能量［１］。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在主
持政府工作会议时，首次将动能一词应用于社
会经济领域。之后，国内学者广泛关注我国经
济发展新动能的概念及内涵，认为经济增长新
动能是以知识等新生产要素———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关键
在于生产要素及动力机制的实现方式及条

件［２－３］。伴随着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的重塑，

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的重点
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振兴［４］。基于
此，还有学者从新产品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
视角剖析了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发展现状［５－６］。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形成与制造业转型
升级相辅相成，而制造业转型升级受多种因素
的制约［７］，如贸易开放是新兴经济体获取国外
先进技术而实现转型升级的中介，来自国外市
场的竞争压力以及中间品嵌入，可以促使本国
制造业企业主动吸收、模仿新知识与新技术，从
而获得效率提升［８－９］。这种开放条件下知识溢
出效应的发挥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等（２０１６）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资本不仅
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还能从中间品设备进口
中汲取创意，推动新产品开发与多样化生
产［１０］。创新能力积累和创新体系改善也是产
业技术进步与新技术应用的关键［１１－１２］，李福柱
等（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地区技术创新环境改进对

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直接驱动效应，也能通过
空间溢出间接促进其它地区制造业升级［１３］。

消费市场规模扩张是创新及新产品开发的重要

动力来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２００４）认为，在利润激
励驱动下，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转型升级的
可能性较大［１４］；李建新等（２０１８）分析发现，随
着创新效应减弱，居民消费拉动制造业结构高
级化的作用逐步增大［１５］。制度质量改善可以
降低复杂产品交易成本，增加复杂产品的出口
份额和数量；同时，非国有经济成分增加导致的
市场竞争能够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提
高技术效率［１６］。

已有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

换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针对
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发展水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对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增长的空间不平衡
性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各地区制造业新动
能形成的位势或潜力需要探究，制造业新动能
水平度量指标的选择与构建有待推进，已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

仍缺乏基于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所关注的

区位因素视角针对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影响因

素考察。本文在构建制造业新动能指数的基础
上，结合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和动态面板 ＧＭＭ
模型，重点分析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
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制定促进各
地区制造业新动能协调增长的差别化区域政策

提供辅助支持。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指数构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是新技

术突破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支撑［１７］，也是制造
业新动能形成的主要来源，但是，部分战略性新
兴产业（如航空航天制造业）被统计于高技术制
造业范畴，加之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数据不完
善，因此，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度量制造业新动能
的主要载体。高技术制造业对制造业新动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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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作用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研
发优势创造更高、更新的技术与产品，作为支撑
整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二是高技
术制造业所拥有的前沿技术通过产品与技术关

联机制传导至传统制造业部门，带动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贡献

度可以用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占比衡量，同时，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是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指

标，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占制造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可以反映高技
术制造业技术创新对整个制造业新动能增长的

拉动效应。因此，参照张海洋等（２０１７）［５］的处
理方法，从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个维度
构建如下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指数：

ＮＤｉｔ＝
αｉｔ×ｈｔｆｐｃｈｉｔ
ｔｆｐｃｈｉｔ

（１）

在公式（１）中，ｉ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ＮＤ 为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指数；α表示高技术
制造业产出占制造业总产出的份额；ｈｔｆｐｃｈ、

ｔｆｐｃｈ分别为高技术制造业和制造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由于自２０１１年以后，《中国高
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各省份高技术制

造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本文选取高技术制造业
主营业务收入占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

衡量产出占比α。此外，为确保数据统计口径
的一致性，在新旧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体系中基
本保持不变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位数制造业行

业中，选取２０个作为分析样本。

（二）数据核算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非参数形式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

数法，测算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指数构成中的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的
测算关键是投入与产出变量的选择。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选取各省份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作为产出，经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折算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不变价产
出值。劳动力投入指标分别为各省份制造业平
均用工人数（万人）和高技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

均人数（万人）。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期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本存量，其中，制造业选
取２０００年固定资产净值（亿元）作为初始资本
存量，视相邻年份固定资产原值之差为新增固
定资产（亿元），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为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折旧率取９．６％［１８］；由于缺

乏高技术制造业初始资本存量数据，借鉴王恕
立等（２０１２）［１９］的做法，按公式（２）核算其初始
资本存量。

Ｋｉ，ｔ－１＝
Ｉｉ，ｔ

ｇｉ．ｔ＋σｉ，ｔ
（２）

其中，Ｋｉ，ｔ－１表示２０００年固定资本存量；Ｉｉ，ｔ表
示固定资产投资额，将各省份高技术制造业基
本建设与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亿元）视为固

定资产投资额；ｇｉ，ｔ表示基于２０００年的不变价
格，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几何）

平均增长率；σｉ，ｔ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取１０％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一般固定资产折旧率［２０］。

本文选取的省域样本涵盖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
大陆３０个省市（西藏除外），各项指标测算数据

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
国经济普查年鉴》。

　　二、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测算及时空分异

（一）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
水平测算及差异分析

依据公式（１）中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指数，运
用ＤＥＡＰ２．１核算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我国大陆３０
个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值，在此基础上分别
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省份制造业新动能进行
取均值处理，将此均值作为评价指标绘制全国

及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的变动趋势
（见图１）。研究显示，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正
“Ｕ”型变化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受投资、出口
拉动和金融危机后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宏观政

策影响，我国传统制造业持续扩张，高技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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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李福柱，等：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业发展相对缓慢，制造业新动能整体呈下降趋
势。随着反危机政策效应逐步衰减，我国传统
制造业粗放式发展的弊病开始彰显，增长速度
放缓，２０１１年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降至最低
值，为０．０８９。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使
得人才和资本要素逐渐向高技术制造业转移，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水平和发展规模不断提高。

自２０１２年起其对制造业新动能增长的贡献开
始增大，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为制造业
新动能平稳增长提供了接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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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全国及东、中、西部
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变动趋势

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在考察期内始终保

持“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东部地
区制造业新动能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
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均值曲线始终位于全国总

体均值曲线上方；中部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新动
能水平整体相差不大，且均低于全国总体平均
水平，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新动能的总体增长主
要源于东部地区。研究时段内，中部与西部地
区的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呈重叠交错式增长，主
要原因是部分西部地区省份（如四川、重庆和陕
西）在靠近我国中部地区知识溢出边界的同时，

本身也拥有良好的研发基础、健全的制造业体
系和相对丰厚的制造业固定资产，在我国中、西
部地区交融对接的过程中，这些省份承担了重
要角色，是驱动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增
长的中坚力量。２０１１年以后，中部地区承接东
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梯度转移的后发优势开始显

现，表现为中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均值曲线脱

离西部地区并逐渐向全国总体平均水平靠拢

（见图１）。随着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的
增长，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呈缩小
趋势。

（二）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绘制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

大陆３０个省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空间分布

图，参考２００３年自然间断点分段结果，以０．０５、

０．１、０．１３、０．２和０．４５为间断点，将３０个省份划

分成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低值区、中低值区、中值

区、中高值区和高值区五种类型。限于篇幅，仅

展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６年绘制结果（见

图２）。

各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

平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间呈现高值化态势。由于

制造业新动能高值区相对固定于我国极少数发

达省市，其它省域制造业新动能高值化增长主

要表现为由低值区向中低值区过渡，进而向中

值区和中高值区阶段性转移。其中，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部分省域（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吉

林、重庆、广西）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突破第一间

断点０．０５，实现了由低值区到中低值区和更高

层次的提升，处于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低值区的

省域由１２个（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吉林、广

西、重庆、云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减少到

７个（河北、内蒙古、宁夏、甘肃、云南、青海、新

疆）；处于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中低值区的省域由

７个（河北、山东、辽宁、海南、湖北、湖南、内蒙

古）增加至１２个（山东、辽宁、浙江、海南、安徽、

山西、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贵州、广西），占

样本总数的４０％。截止到２０１６年，我国２／３省

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突破第二间断点０．１，其

中，位列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中值区和中高

值区的省份多达１４个（浙江、天津、福建、海南、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吉林、贵州、

广西、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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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我国大陆３０个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时空分异图

　　第二，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始终保持“南

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以秦岭－淮河为

界，将３０个省域划分为南部省份与北部省

份，①２００３年，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包括３
个北部省份（北京、天津、陕西）和３个南部省份

（上海、福建、广东），中高值区包括１个北部省

份（黑龙江）和２个南部省份（江苏、四川）；２００８
年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包括１个北部省份

（北京）和３个南部省份（上海、江苏、广东），中

高值区包括１个北部省份（天津）和３个南部省

份（福建、江西、四川）；２０１３年，南部地区制造

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增加至５个（江苏、上海、

广东、四川、重庆），中高值区省份减少为１个

（福建）；北部地区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增

加至２个（北京、天津），中高值区减少到０；除

云南外，２０１６年南部１４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

平值均高于０．１，其中，江苏、上海、广东、四川、

重庆依然位居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中高

值区省份上升为２个（福建、江西）；北部地区制

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仅剩１个（北京），中高

值区增加至３个（天津、山西、陕西）。整体而

言，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形成的空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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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比较明显，南部各省域营商环境和技术创

新环境相对良好，市场化程度较高，制造业新动

能增长优势大。

第三，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区呈现

出由分散布局逐渐形成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

成渝经济区的“三足鼎立”分异特征（见图２）。

２００３年，我国制造业新动能高值区包括北京、

天津、上海、福建、广东、陕西，其中，北京与天

津、上海、福建与广东顺次分布于我国东部沿海

的北、中、南方向，仅陕西位于中部内陆地区，空

间分布比较离散；２００８年，制造业新动能高值

区包含位于环渤海经济区的北京市、位于长三

角经济区的江苏省和上海市以及位于珠三角经

济区的广东省，上述省份的零散布局只能对邻

近地区制造业新动能增长产生一定的促进作

用，难以汇成合力推动整个区域制造业新动能

增长；自２０１３年以后，随着四川省和重庆市跃

居制造业新动能高值区，南部省域制造业新动

能“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至２０１６年，在

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成渝经济区

制造业新动能增长极的辐射与带动下，南部省

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整体提升显著。其中，江

苏、上海、广东、四川、陕西、重庆等省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分别居东、西部地区前列，随着人均收

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技术复杂度高和高端产

品的需求趋于扩大，从而激发制造业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上述省份近几

年出现的消费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三

足鼎立”局面形成的需求侧诱因。

　　三、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选择

人力资本集聚通过内部与外部效应促进区

域制造业新动能形成。人力资本投入是制造业

新动能形成的首要资源，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

新的源泉和知识溢出的载体，其在空间范围内

集聚为制造业企业吸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及

激发创新提供了可能。区域人力资本集聚引起

制造业内部人力资本之间相互交流与竞争，激

励劳动者不断学习新方法，从而提高创新绩效。

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在高技术产业部门比传统

产业部门要显著，人力资本集聚对高技术产业

动能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２１］。

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新动能形成的内生动

力。知识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水平高的省域制

造业企业便于整合技术创新合作优势，为其更

新改造生产技术与工艺、催生新产品提供持续

动力。应用高新科技创新成果较多的制造业企

业，能够先行获得成本降低或效率提升等优势，

同时对其它制造业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激励相

关制造业企业主动参与技术合作与技术革新，

开发新产品［２２］。

消费升级对制造业新动能形成的拉动效应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升级是拉动新兴产业

培育和新产品生产的直接动力，高新技术产品

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可以

有效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市场需求份额，提升高

技术制造业的市场主导力度［２３］。二是消费升

级是拉动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间接动力，消费升

级能够倒逼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刺激生

产环节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从需求侧引致

制造业技术升级。

制度质量能够通过促进公平竞争和激发创

新对制造业新动能形成产生影响。制度质量改

善使得不确定性及市场竞争加剧，迫使制造业

企业进行资源整合，逐步增加对具有较高市场

适应性的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

高技术制造业是制造业新产品生产的主导部

门，市场化程度越高，对高技术制造业成长的激

励效应越大。制度质量较高的省域，其市场秩

序也相对规范，企业间交易成本较低，有利于制

造业企业及时掌握市场动向，更有效地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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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技术［２４］。

对外开放是制造业企业实现产品创新与技

术进步的催化剂，与传统制造业相比，高技术部

门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准较为接近，高技术

制造业企业较易于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得隐性技

术外溢，降低创新成本［２５］。贸易开放条件下的

进口竞争也为本地区制造业部门淘汰落后产能

提供了先决条件，导致部分低效率传统制造业

部门不断萎缩，高效率、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持续

扩张，加快制造业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数据

考虑当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既会受人力资

本集聚等因素影响，也可能受上一期制造业新动

能大小的影响。本文引入滞后一期的制造业新

动能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这不仅能够反映新动能

形成的滞后效应，还可以消除解释变量与随机误

差项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使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合

理有效。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ｌｎ　ＮＤｉ，ｔ＝α０＋β１ｌｎ　ＮＤｉ，ｔ－１＋β２ｌｎ　ＨＡｉ，ｔ
＋β３ｌｎ　ＩＮＮＯｉ，ｔ＋β４ｌｎ　Ｃｏｎｓｉ，ｔ＋β５ｌｎ　ＩＮＳＴｉ，ｔ
＋β６ｌｎ　Ｏｐｅｎｉ，ｔ＋εｉ，ｔ （３）

在公式（３）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省域和

年份，εｉ，ｔ是随机扰动项。α０为截距项，β代表解

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向量。被解释变量ＮＤｉ，ｔ表

示制造业新动能水平；解释变量包括被解释变

量的一阶滞后项ＮＤｉ，ｔ－１、人力资本集聚水平

ＨＡｉ，ｔ、技术创新水平ＩＮＮＯｉ，ｔ、消费升级水平

Ｃｏｎｓｉ，ｔ、制度质量ＩＮＳＴｉ，ｔ和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ｉ，ｔ。为获得符合标准分布的平衡面板数

据，对上述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值。

采用如下指标衡量各影响因素变量：１．人

力资本集聚（ＨＡ），采用张海峰等（２０１０）［２６］的

处理方法，选取各省份单位面积所拥有的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数量衡量人力资本集聚水平

（人／万平方米）；２．技术创新水平（ＩＮＮＯ），技

术市场成交额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科技市场活

跃度与转化能力，本文采用各省份技术市场成

交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代表技术创新水

平；３．消费升级（Ｃｏｎｓ），选取各省份城镇居民人

均非食品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

居民消费升级水平；４．制度质量（ＩＮＳＴ），选取

各省份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与国有工业企业

总产值的比值衡量地区制度质量；５．对外开放

程度（Ｏｐｅｎ），选取各省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予以度量，其中，对于用美

元表示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按当年人民币平

均汇率将其转换成人民币现价。所涉及数据均

来源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行政区划

简册》。

（三）实证估计结果与分析

由于公式（３）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ＮＤｉ，ｔ－１，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本

文采用系统ＧＭＭ两步法来克服上述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相比差分 ＧＭＭ，系统 ＧＭＭ
估计能够将一阶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相结合，

提高估计效率［２７］。针对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

问题，使用稳健标准误模式（ｒｏｂｕｓｔ）进行处理，

并选取稳健标准误估计的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来识别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系统 ＧＭＭ 两步估计下的联合显著性

Ｗａｌｄ检验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各解释

变量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见表１），说明模型整

体上是显著的。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Ｐ 值为０．６１４，

远高于０．１，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不存

在过度识别问题。差分残差序列相关检验结果

显示，一阶差分残差ＡＲ（１）序列相关，二阶差

分残差ＡＲ（２）序列不相关，表明原模型中水平

误差项εｉ，ｔ无序列相关性，模型估计结果整体有

效。值得注意的是，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ＮＤｉ，ｔ－１的弹性估计系数为０．４３７，且在１％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制造业新动能增长具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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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各影响因素予以识 别和估计是合理的。

表１　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两步法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ｌｎＮＤｉ，ｔ－１ ０．４３７　４５３　２＊＊＊ ０．１０５　４４　 ４．１５　 ０．０００

ｌｎＨＡｉ，ｔ ０．１３６　０７４　３＊＊＊ ０．０５３　１５２　３　 ２．５６　 ０．０１０

ｌｎＩＮＮＯｉ，ｔ ０．０７５　９０７　 ０．０４６　４９０　３　 １．６３　 ０．１０３

ｌｎＣｏｎｓｉ，ｔ ０．４９７　２９９　３＊ ０．２７７　１６６　７　 １．７９　 ０．０７３

ｌｎＩＮＳＴｉ，ｔ ０．１０８　８３２＊ ０．０６０　３５６　１　 １．８０　 ０．０７１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０．１０７　７５２　１＊＊ ０．０４３　９７４　９　 ２．４５　 ０．０１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０

ＡＲ（１）（Ｐ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２

ＡＲ（２）（Ｐ　Ｖａｌｕｅ） ０．２５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Ｐ　Ｖａｌｕｅ） ０．６１４

Ｗａｌｄｔｅｓｔ（Ｐ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弹性估计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各影响因素对制造业新动能水平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正向促进效应（见表１）。人力资本集

聚在１％的置信水平下对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产

生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提

高，技术知识传播与扩散速度加快，高技术制造

业创新转型及新产品开发的可能性也越大。技

术创新水平的弹性估计系数为０．０７６，虽然技术

创新对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存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不能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

原因是目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汲取区域科技创

新成果的效率仍然偏低，或是制造业内部从接

收技术转移到产生实际创新效益的过程存在滞

后效应。消费升级变量的弹性系数值为０．４９７，

且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从数量

型需求扩张转向质量需求水平提高的消费升级

是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依托大国市场优势发

展规模经济的重要基础。制度质量对制造业新

动能水平存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制度质量

每提高１０％，将促使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提高

１．０９％，制度质量的完善对产品市场信息传递

和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都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提升的有力

保障。对外开放程度的弹性估计系数为０．１０８，

且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研究期内我

国制造业新动能依托外向型增长的态势良好，

对外开放程度与制造业新动能水平的正相关关

系还体现在贸易依存度方面，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制

造业新动能水平排名靠前的省域依次为广东、

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位于进出口贸易总额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前５名的省域依次为上

海、北京、广东、江苏和天津；对外开放程度越

高，其制造业新动能水平也越高。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指数，结合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法，测算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

中国大陆３０个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平值，运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法探讨了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能

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面

板系统ＧＭＭ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制造业新动

能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我国制造业新动能水平总体上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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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后上升”的正“Ｕ”型变化趋势；东部地区

制造业新动能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间省域制造业新动能水

平差距呈缩小趋势；第二，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

能水平呈高值化增长态势，且始终保持“南高、

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制造业新动能水平高值

区呈现出由分散布局逐渐呈现包括长三角、珠

三角、成渝经济区的“三足鼎立”空间特征；第

三，我国省域制造业新动能增长具有持续性，省

域内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居民消费升级水平、制

度质量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制

造业新动能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正向促

进效应在统计上尚不够显著。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为加快推进各省域制

造业新动能增长进程，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应通过完善创新环境、调整建设用

地、有序引导创投资金流向等措施优化东部地

区高技术产业动能发展环境；同时，在设立制造

业人才补贴、增加制造业相关重点实验室数量

及其扶持力度的基础上，鼓励东部地区制造业

企业通过产品链、技术对接等方式带动中西部

省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中西部地区制

造业新动能稳步增长。

其次，优先推进北部省域国有制造业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严苛的惩戒政策和完善

的监督机制改善北部省域营商环境，引导并扶

持民营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发展；分别针对管理

人才、技术研发人才和技能型劳动力设立制造

业人才引进政策；设立制造业职工培训基金，助

力提升员工技能，提升北部省域高技术制造业

发展的人力资本储备与创新能力。

最后，鼓励制造业新动能高值区与低值区

省域搭建区域性制造业技术信息交流平台，通

过创新资源共享途径改善低值区制造业新动能

增长的创新环境，通过设立区域倾斜式鼓励政

策提升高值区制造业研发成果优先向低值区转

移的转化效率。在拟定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政策

时，应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地、自由贸易

试验区设立等方面优先惠及制造业新动能低值

区，促进低值区省域制造业新动能稳步提升，综

合施策促进区域制造业新动能协调增长。

［注释］

① 南部省份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四川、云南；北部省份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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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９（１９）：９１－９９．

［１７］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Ｊ］．中国工业经

济，２０１３（１）：５－１８．

［１８］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１０）：３５－４４．

［１９］王恕立，胡宗彪．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

性考察［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４）：１５－２７．

［２０］余泳泽，张妍．我国高技术产业地区效率差异与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基于三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

数分析［Ｊ］．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１）：４４－５３．

［２１］Ｍｏｒｅｔｔｉ　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ａｎ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９４

（３）：６５６－６９０．

［２２］Ｔｏｊｅｉｒｏ－Ｒｉｖｅｒｏ　Ｄａｍｉáｎ，Ｍｏｒｅｎｏ　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Ｄ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９，４８（７）：１７９８－

１８０８．

［２３］杨天宇，陈明玉．消费升级对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带动作

用：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８（１１）：

４８－５４．

［２４］戴魁早，刘友金．行业市场化进程与创新绩效———中国

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９）：３７－５４．

［２５］蔡海亚，徐盈之．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升

级？［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１０）：３－２２．

［２６］张海峰，姚先国．经济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劳动生产

率———来自浙江省的证据［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０（１２）：

４５－５２．

［２７］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Ｂｏｎｄ　Ｓ．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８，８７：１１５－１４３．

８６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５卷


